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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社会网络的视角* 

张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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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分别以社会资本的关系性维度为中介变量, 以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维度为跨层

调节变量, 探讨了个体情绪智力对任务绩效的影响。通过收集模拟网络实验背景中 46 个项目团队 210 位个

体的调查数据, 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个性的前提下, 

关系性社会资本在个体情绪智力影响任务绩效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结构性社会资本(咨询网络密度)跨层

正向调节影响个体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 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及其维度在情绪智力影响绩

效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运用社会资本概念框架有助于解释情绪智力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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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简称 EI)是

“驾驭自己和他人的情感情绪, 区分它们之间的差

异 , 并能使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思考和行动的能

力” (Salovey & Mayer, 1990), 它是情绪情感相关的

能 力 和 个 性 特 质 (Goleman, 1995; Bar-On, 2006; 

Cooper & Sawaf, 1997; Dulewicz, Higgs, & Slaski, 

2003; Petrides & Furnham, 2001; Boyatzis, 2009)。元

分析发现, 情绪智力能预测绩效(Van Rooy & Vis-

wesvaran, 2004; Joseph & Newman, 2010; O’boyle Jr, 

Humphrey, Pollack, Hawver, & Story, 2011; 张辉华, 

王辉, 2011)。然而, 对情绪智力以怎样的方式作用

于绩效, 以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等问题的研

究还很薄弱。尽管近年来部分研究通过构建以变革

型领导行为(Hur, van den Berg, & Wilderom, 2011)、

群体情绪智力(Koman & Swoff, 2008)、社会网络中

心度(Miners, 2008)等为中介变量的模型 , 以认知

能力(Côté & Miners, 2006)、责任心(Rode et al., 

2007)、员工情绪智力(Sy, Tram, & O’Hara, 2006)等

为调节变量的模型, 以工作背景和团队有效分别为

调节和中介变量的调节性中介模型(Chien Farh, Seo, 

& Tesluk, 2012), 以及从跨层分析角度(Giardini & 

Frese, 2008), 探讨了情绪智力与绩效之间更为复

杂的关系, 并在某个点上解释了情绪智力的绩效影

响过程, 但在系统回答情绪智力作用问题上, 目前

尚缺乏有效的研究成果和有力的解释理论, 在研究

视角上也缺乏突破。 

情绪智力总是在特定情境中发挥作用。根据情

境的不同, 可以把情绪智力发挥作用的场合分为两

类：一是独处之时, 指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二

是社会性接触场合, 指与他人乃至大家交往和共事

过程中。当前对情绪智力作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运

用同属一个层次的变量(Côté & Miners, 2006; Rode 

et al., 2007; Hur et al., 2011), 通过构建含中介变

量、调节变量、或调节性中介变量的过程模型等, 以

及从跨层分析角度等方式进行的探讨。忽视情绪智

力的作用环境, 很少引入并运用社会学、人类学、

经济学等跨学科领域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 是当前

研究的主要不足。在跨学科基础上发展的社会网络

理论和分析方法 , 目前正被广泛用于多学科研究 , 

以回答相应领域面临的没有解决的问题(Adler & 

Kwon, 2002)。然而, 在情绪智力领域, 很少有运用

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Miner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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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情绪智力对任务绩

效的影响, 通过引入社会网络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社

会资本概念, 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情绪智力通过

什么途径作用于任务绩效; (2)什么条件有助于发挥

情绪智力的作用。由于社会网络研究需要把行动者

置于特定网络范畴进行探讨, 因此研究过程中设计

了一个周期为 2 个多月, 团队规模为 3～6 人, 需要

团队成员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完成项目任务的模拟

网络实验环境, 主要在模拟网络环境下探讨以上问

题。相对于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方法, 在模拟实验背

景下进行研究具有独特优势, 它能更好地探讨变量

之间的因果关系 , 研究结果具有更高的内部效度 , 

实验者可以对干扰因素进行操控, 并对研究过程进

行有效监控。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提供了理解社会结构及其影响的强

有力概念(Scott, 1988; Barnes, 1954)。社会网络视角

是在跨学科, 包括社会计量学、人类学、结构-功能

主义和角色分析等(Mizruchi, 1994; Tichy, Tushman, 

& Fombrun, 1979; Scott, 1988)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通过整合并发展社会网络研究思想而形成的概念

框架和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概念框架, 社会网络把

社会中的行动者或独立实体(可以是个体、群体乃

至更大的组织, 如公司、社区和国家)看作是通过一

系列关系连接起来的网络, 重点关注这些连接关系

所创造的结构, 以及此结构作为背景对嵌入网络中

实体行动的影响。作为一种分析方法, 其基本假设

是社会关系的结构比起基于单独实体特征更具有

解释力, 因此它观察的目标不是实体本身及其特征, 

而是实体之间的关系及其结构, 其数据分析的重点

是关系连接模式(如跟谁交往、向谁寻求社会支持、

邻居是谁、人与事件的关联等)。社会网络视角提

供了一种理解人类复杂行为的方式(Mitchell, 1974; 

Galaskiewicz & Wasserman, 1993), 其主要优势是

把观察重点转移到更大范围的背景因素, 考虑到社

会结构对嵌入其中的独立实体的影响, 它超出了以

个体为基础的测量以及把个体当作独立单元进行

分析的方法(Galaskiewicz & Wasserman, 1993; Scott, 

1988)。 

社会资本在问题解决、组织运作以及个体成功

达到目标、实现自我利益等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Galaskiewicz & Wasserman, 1993; Coleman, 1988; 

Granovetter, 1985), 它是社会网络研究中广泛使用

的概念。社会资本重点研究社会关系, 主要关注融

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效用(Kilduff & Brass, 2010)。

尽管学术上对社会资本究竟如何定义, 它应该包含

哪些内容还存在分歧(Adler & Kwon 2002), 但是对

它的认识也取得了一些广义上的共识, 即认为社会

资本是有价值的资产, 其价值来自接触到资源, 而

这些资源是通过行动者社会关系而产生的(Moran, 

2005)。本研究以 Nahapiet 和 Ghoshal (1998)对关系

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定义为基础, 主要

探讨它们在情绪智力作用于任务绩效过程中扮演

的角色。具体而言, 社会资本的关系性维度描述的

是“个人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指彼此之间通过持续

的人际交往发展出的各种社会关系(Moran, 2005; 

Nahapiet & Ghoshal, 1998)。结构性社会资本描述的

是人们之间或单元之间“与个人无关”的连接结构, 

主要指向行动者之间的网络联系是否存在或缺位

(Moran, 2005; Nahapiet & Ghoshal, 1998)。根据聚焦

点的不同, 社会资本研究可以区分为个人、家庭、

社 区 乃 至 国 家 等 多 个 层 次 (Nahapiet & Ghoshal, 

1998; Moran, 2005)。对应于不同的社会资本研究层

次, 以上两个维度也有层次上的区别。本研究在个

体层面关注关系性社会资本, 在团队层面关注结构

性社会资本, 以前者为中介变量, 以后者为跨层调

节变量, 分别探讨它们在个体情绪智力影响任务绩

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2  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 

2.2.1  情绪智力与关系性社会资本 

目前存在两类典型的情绪智力定义：一是狭义

的能力模型, 以 Mayer 和 Salovey 等为代表。此类

定义认为情绪智力是情绪情感相关的能力, 它主要

包含情绪认知、理解、管理以及运用情绪促进思考

的 能 力 。 二 是 广 义 的 混 合 模 型 , 以 Bar-On 和

Goleman 等为代表。这类定义把情绪智力包含的内

容还延伸到与情绪情感关联领域的能力及个性特

质, 如情绪感染力(Côté & Hideg, 2011)、压力管理、

冲动管理、主动性、乐观性、自我激励等。不论哪

种类型的情绪智力, 从更宽泛意义上看, 它们都涉

及到与情绪情感相关领域的内容, 都是区别于个性

和认知能力的变量(Zeidner, Matthews, & Roberts, 

2004), 对于人类情绪情感相关行为的理解都有促进

作用。本研究的情绪智力遵从更宽泛意义上的理解。 

关系性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之一, 

它强调社会网络的关系特征, 关注“与人有关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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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描述的是行动者之间通过社会交往发展起来

的各种关系(Nahapiet & Ghoshal, 1998)。行动者在

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 社会交换过程中

产生的义务和期望 , 处于同一组织/集体而产生的

身份感与认同感等都是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Moran, 

2005; Nahapiet & Ghoshal, 1998; Kramer, 2006)。社

会关系的有无及其强弱程度能反映关系性社会资

本的拥有程度。就个体而言, 关系性社会资本主要

体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 广度主要指关系类型

(如朋友关系、邻居关系、同事关系、商业伙伴关

系等)及其对应规模 , 深度主要指联系的强度 , 关

系发展程度和关系质量等。本研究中关系性社会资

本是个体层面的变量, 重点关注项目团队情境中个

体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及其质量, 在关系类型上是个

综合和笼统的概念, 并不指向具体类型。 

宽泛意义上的情绪智力虽然也包含驾驭情绪、

理 解 他 人 以 处 理 和 把 握 好 人 际 关 系 方 面 的 内 容

(Bar-On, 2006; Goleman, 1995), 但是以往主要把个

体当作独立单元, 把关系管理与人际关系处理看作

是个人能力, 很少有研究将情绪智力这方面内容置

于社会关系环境中, 探讨它对社会网络的影响。社

会网络研究认为, 网络促进或阻碍行动, 它本身并

不行动, 网络中资源的动用程度实际上取决于行动

者(Burt, Kilduff, & Tasselli, 2013)。情绪智力是行动

者的重要特征之一 , 它显然也会影响社会网络构

建、网络关系演化, 以及网络资源利用。从查阅文

献看, 除个别成果在情绪智力与社会网络之间做了

连接外(Miners, 2008), 很少有其它研究把它们结

合起来。本研究把情绪智力置于更广泛的人际交往

环境中, 从发生社会关系的另一方即他人角度, 探

讨它对关系性社会资本的影响。 

首先, 高情绪智力者更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相

对而言, 高情绪智力者具有更强的情绪认知与管理

能力(Mayer, Roberts, & Barsade, 2008)。以上强项能

使他们敏锐感知到他人言行中的情绪信息和线索, 

有效把握他人深层次的需求 , 并在此基础给予满

足。当他人因紧张或缺乏自信而不能发挥正常工作

水平时 , 他们知道怎样让他人放松或重新找回自

信。当他人遇到挫折而出现情绪低落或沮丧时, 他

们能及时给予鼓励或安慰。人际互动过程中, 高情

绪智力者以上行为使其能得到善解人意的称赞, 同

时在他人心中留下良好印象。而对于交往对象, 往

往会伴随着愉快的交往体验, 由此对高情绪智力者

产生好感。 

其次, 高情绪智力者更容易获得他人认同。比较

而言 , 高情绪智力者具有更强的合作性 (Goleman, 

1995, 1998; Goleman, Boyatsiz, & Mccer, 2002)。在

团队工作过程中, 他们鼓励团队成员参与, 工作中

分享资源和共享信息, 会主动寻求他人对解决问题

的建议, 表现出对他人言行的尊重, 为达成共同目

标, 即使对方不合作, 也会尝试多次的努力, 以求

获得支持。与高情绪智力者表现的典型行为相比, 

低情绪智力者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特立独行, 当意

见不被采纳时容易出现抵触情绪, 并伴随着消极怠

工, 遇到困难和挫折, 喜欢抱怨和指责。相对于那

些平时跟他人就没有太多交流, 工作中表现比较消

极, 只知道发牢骚的人, 具有良好合作精神, 并积

极为团队付出努力的人更容易获得他人认同。 

第三, 高情绪智力者更容易受人尊重。工作和

交流过程中, 彼此因看问题的视角、知识背景、价

值观, 以及对优先次序的考虑等差异, 总避免不了

产生冲突。元分析发现, 高情绪智力者更倾向于采

用建设性方式管理冲突(Schlaerth, Ensari, & Christian, 

2013), 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能有效的区分任务

冲突和情绪冲突, 针对发生冲突涉及的问题和行动

分歧, 而不是人, 寻求解决措施时照顾并权衡多方

的共同感受, 不轻易伤害他人, 从大局和全局考虑

以找到冲突双方都接受的立场, 并推动问题解决。

人们总是在冲突中学习和成长, 高情绪智力者的以

上行为能有效化解团队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从

而更容易受到尊重。 

可见, 高情绪智力者在情绪认知与管理方面的

优势, 以及合作性的关系相处模式和建设性的冲突

管理方式等, 使其更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被他人认

同和受人尊重。关系性社会资本是通过持续多次交

往发展起来的, 好感、认同和尊重是关系建立和发

展的润滑剂 , 它们能促使关系朝高质量的方向发

展。因此, 提出假设 1：情绪智力正向影响关系性

社会资本。 

2.2.2  关系性社会资本与任务绩效 

社会网络及其特征对行动者产生的积极结果

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Carpenter, Li, & 

Jiang, 2012; Adler & Kwon, 2002)。研究表明, 社会

资本对职业成功(Seibert, Kraimer, & Liden, 2001), 

社会地位获取(Lin, 1999), 有效的工作搜索(Bian, 

1997; Granovetter, 1973), 个体工作绩效(Sparrowe, 

Liden, Wayne, & Kraimer, 2001), 公司战略联盟形

成 (Gulati, 1995), 组织产品创新 (Tsai & Ghos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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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地区经济发展(Westlund & Adam, 2010)等都

有重要影响。Moran (2005)通过探讨社会资本结构

性与关系性维度对不同管理绩效的影响, 指出社会

资本有多方面特性, 研究过程中有必要从维度层次

区分其各自所起的具体作用。本研究重点探讨关系

性社会资本对项目团队中个体任务绩效的影响。 

为完成共同目标而组成的项目团队实际上构

建了一个社会网络。网络中存在着两类资源(Lin, 

1999)：一是直接资源, 这类资源往往是个人所具备

的, 包括个人掌握的项目管理方面的信息, 具备的

工作任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以及给他人提供的支

持、鼓励和帮助等。直接资源受自己控制, 个体能

够自由使用和分配, 是否提供或奉献出来取决于自

己的意愿。二是间接资源, 这类资源附属个人但并

不为自己所具备, 主要包括他人所掌握的相关工作

经验, 提供解决问题的信息渠道和便利条件, 充当

解决问题的联系人等。间接资源实际上掌握在第三

方手中, 不受自己控制, 需要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

联系才能获取。资源获取程度取决于个人是否愿意

去动用, 个人与第三方关系的紧密程度, 以及第三

方的意愿。通常情况下, 人们倾向于为认识的人、

比较熟悉的人或比较亲密的朋友提供直接资源, 而

提供的意愿和多少, 会根据双方关系紧密程度而有

差异。相对来说, 间接资源则需要更亲近乃至更深

度的关系才会提供, 因为这些资源是自己通过长期

交往和情感投资而积累起来的, 它们意味着时间和

精力付出, 一般情况下个人并不会轻易动用。 

在团队项目完成过程中, 个体的任务绩效水平

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项目管理方面信

息的了解。对整个项目背景理解越透彻和深入, 对

项目管理进程了解得越全面, 对其他成员工作状态

了解得更及时和准确, 越有助于自己制定合理计划, 

采取相应的行动 , 控制工作进度 , 做好有效衔接 , 

从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二是相关知识和技能的

掌握。个人任务是整个项目任务分解后需要各成员

独立或与其他成员共同完成的工作, 它涉及任务相

关的具体知识及其有效运用。相关知识和技能需要

个体通过自学、搜索和消化相关资料、观摩、他人

传授和带教, 相互学习等方式才能较好地掌握。三

是他人的合作、支持和帮助。善于取得他人合作, 能

从他人那里快速地了解任务相关的技术知识, 拥有

他人解决问题方案的经验, 遇到困难时能得到他人

的主动支持和帮助, 无疑对自己工作任务的有效完

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个体有效完成工作所需要

的信息、知识、技能、经验、合作、支持和帮助等

资源一定程度上掌握在团队其他成员手中。能有效

利用和动用项目中其他成员的力量和资源, 得到他

人支持和帮助的人, 工作过程中越有可能提出更佳

的问题解决方案, 从而表现出更好的绩效水平。 

综上可知, 项目团队组成了社会网络, 网络中

蕴含着丰富的资源。个体对网络中资源的动用程度

取决于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紧密程度和关系质量。

关系越紧密, 关系质量越好(拥有更多的关系性社

会资本)越有助于从网络中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源, 

这些资源最终会促使个体达到更高的绩效水平。由

此提出假设 2：关系性社会资本正向影响任务绩效。 

2.2.3  情绪智力、关系性社会资本和任务绩效 

综合假设 1 和 2 可知, 情绪智力越高越容易与

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种关系又促使其能动用关

系网络中更多的资源, 资源优势最终将有助于个体

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结合已被证实的情绪智力对

绩效的预测作用(Van Rooy & Viswesvaran, 2004; 

Joseph & Newman, 2010; O’boyle Jr et al., 2011; 张

辉华, 王辉, 2011), 提出假设 3：关系性社会资本是

个体情绪智力作用于任务绩效的中介变量。 

综上所述 , 本研究认为团队项目工作背景下 , 

情绪智力、个体的关系性社会资本以及任务绩效之

间存在如图 1 所示的关系。 
 

 
 

图 1  直接和中介效应假设模型(H3为中介效应) 
 

2.3  结构性社会资本的跨层调节作用 

结构性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维

度, 它对应于社会网络的结构性特征, 描述的是人

们之间或单元之间“与个人无关”的连接结构, 主要

指向行动者之间的网络联系是否存在或缺位(Moran, 

2005; Nahapiet & Ghoshal, 1998)。在社会网络研究

领域, 有两种取向的分析(Wasserman & Faust, 1994)：

一是整体网络分析 , 它重点研究网络的整体特性 , 

主要关注有明确边界的网络中所有个体; 二是自我

中心网络分析, 它重点研究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特

性, 主要关注自我与所有他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在整体网络分析中, 结构性社会资本反映了所有网

络成员整体的连接结构, 常用的衡量指标有网络密

度和网络中心势等。在自我中心网络分析中, 结构

性社会资本反映了自我在网络中的位置, 常用的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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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有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层级性等(Freeman, 1979; 

Scott, 2000)。本研究针对过往研究忽略情绪智力发

挥作用环境的考虑, 把个体所处社会网络作为行动

者活动的背景, 重点考察个体所处网络的整体结构

特性对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之间关系强度的影响。

处于同一团队的不同个体构成了一个整体网络, 他

们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是团队成员所共有的。此结构

性社会资本以团队为分析单位, 它是团队层次的变

量。按照行动者之间联系内容的不同, 社会网络可

以分为多种类型, 如咨询网、朋友网和对抗网(Klein, 

Lim, Saltz, & Mayer, 2004; Sparrowe et al., 2001)。

咨询网络是个人之间分享工作相关的信息、帮助和

指引等资源的网络类型(Miners, 2008)。本研究主要

关注团队中个人之间为了完成共同的项目任务, 是

否存在分享工作相关的信息, 提供工作方面的协助

和资源等连接 , 这种连接与咨询网络的内容相吻

合。网络密度能反映连接结构的特点, 本研究用咨

询网络密度测量团队的结构性社会资本。 

咨询网络密度是指网络中个体为了工作上的

问题相互交流和联系的紧密程度(Sparrowe et al., 

2001)。高密度咨询网络能带给行动者以下收益：

一是更有效地完成工作任务。围绕着共同的目标和

任务, 团队成员间分享信息、共享资源、交换知识、

相互学习, 这些能为高质量完成任务提供保障。二

是深入发展各种关系的机会。工作过程中信息的不

断沟通和联系, 有助于团队成员增进相互了解, 保

持积极关系, 促进彼此之间的信任, 它们是成员间

深度交换资源的前提。高情绪智力者在情绪认知和

管理方面的强项 , 有助于他们占据网络中心位置

(Miners, 2008), 并发展起更高质量的各种关系, 最

终能使他们在信息拥有, 资源动用上更具优势, 从

而更好地实现个人目标。比较而言, 低密度咨询网

络环境下的个体之间缺乏沟通, 信息交换比较零散, 

相互学习和支持不足, 个体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开展

工作, 团队资源缺乏有效整合。由于工作中很少交

往和沟通, 成员之间建立和发展各种关系的机会也

相对较少。尽管在此网络情境中, 高情绪智力者同

样可以利用其情绪相关能力和特征的优势占领网

络中心位置, 并与他人建立和发展各种关系, 但是

受到所处环境的限制, 他们很难像在高密度咨询网

络环境中个体一样拥有同等程度的信息和资源, 这

种信息和资源上的劣势最终导致他们的绩效水平

会不如高密度咨询网络中的同类个体。 

可见, 高密度咨询网络能为网络中的行动者提

供更多信息、资源和发展关系的机会, 高情绪智力

者善于把它们转换为生产力, 最终促使自己的任务

完成得更为出色。由此提出假设 4：结构性社会资

本(咨询网络密度)跨层正向调节影响个体情绪智力

与任务绩效的关系, 咨询网络密度越大个体情绪智

力与任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越强。图 2 是本研究的跨

层调节效应假设模型。 

 

 
 

图 2  跨层调节效应假设模型(L1为个体层, L2为团队层) 
 

前期研究发现, 个性不仅与情绪智力存在一定

程度的相关(Mayer, Salovey, & Caruso, 2004; Zeidner 

et al., 2004; Wong & Law, 2002), 而且与工作绩效

存在一定的相关(Tett, Jackson, & Rothstein, 1991; 

Salgado, 1997; Barrick & Mount, 1991), 同时它对

社会网络也有一定影响(Burt, Jannotta, & Mahoney, 

1998; Mehra, Kilduff, & Brass, 2001; Klein et al., 2004; 

Thompson, 2005)。为揭示研究中各假设所提到变量

之间的真实关系, 本研究在假设验证过程中对它进

行控制。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 

样本来自于上海某高校 5 个班级的学生, 其中

四个班级为本科生(大三学生), 一个班级为硕士研

究生(研一学生)。210 位学生被随机分到规模为 3~6

人的 46 个团队, 团队平均规模为 4.57 人。被试的

年龄均值为 21.45 岁, 最大年龄为 25 岁, 最小年龄

为 19 岁。其中, 男性占 23.9%, 女性占 76.1%。 

3.2  测量工具 

情绪智力。采用 Wong 和 Law (2002)的量表测

量情绪智力。此量表是在狭义的能力模型定义基础

上开发的, 它包括 4 个维度, 分别为情绪自我评估、

他人情绪评估、情绪使用和情绪调控, 共 16 个条

目。测量时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采用 5

点量表。本研究中以上各维度的信度分别为 0.78、

0.88、0.84 和 0.86, 量表的整体信度为 0.85。 

关系性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中不同成员的关系

及其质量都有所差异。就个体而言, 这种与不同成

员的关系质量也会影响到其对团队整体关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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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当个体感知到他与整个团队中其他成员关

系都较好时 , 他对团队整体关系质量感知也会较

好。可见, 对团队整体关系质量的感知实际上能从

侧面反映个体与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关系质量。信任

是衡量关系质量的重要指标(Mayer, Davis, & Schoor-

man, 1995)。本研究采用 Simons 和 Peterson (2000)

用过的组内信任量表测量个体的关系性社会资本

(因为不同个体对组内信任的感知会存在差异, 这

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个体的关系性社会资

本)。此量表用 5 个条目(如每个团队成员都表现出

绝对真诚, 我们都确信彼此间完全信任对方等)反

映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质量。测量时从“绝不”到

“总是”, 采用 7 点量表。本研究中此量表的整体信

度为 0.87。 

结构性社会资本。用咨询网络密度来衡量结构

性社会资本。计算时首先算出给定团队内, 某人被

别人寻求建议(入度, in-degree)连线数, 然后再计算

网络成员间实际线数(两点间连线)之和除以网络理

想 状 态 下 最 大 线 数 之 和 的 比 例 (Scott, 2000; 

Wasserman & Faust, 1994)。本研究中每个被试要对

所在小组的其他成员就“这门课程学习过程中, 你

会向他寻求建议吗”进行作答 , 答案分为“是”和

“否”两个选项, 回答“是”表示连线存在, 回答“否”

表示连线不存在(Klein et al., 2004; Miners, 2008), 

然后确定此团队的入度总数, 最终把实际的入度总

数除以理想的入度总数得出比值, 此值就是咨询网

络密度值, 数值越大表示密度越大。 

任务绩效。采用 Lam, Chen 和 Schaubrocck 

(2002)用过的量表测量任务绩效。此量表共 3 个条

目, 分别为“这个人非常有能力、这个人非常有效地

完成他的任务、这个人能把任务完成得很好”。测

量时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采用 5 点量

表。任务绩效以互评方式实现, 每个成员的得分都

是组内其他成员评分的平均。组内成员对任务绩效

的评价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平均 rwg = 0.90), 本研究

中量表的整体信度为 0.93。 

个性。运用国际性格题库(IPIP)测量个性(Gold-

berg, 1992)。完整的 IPIP 包括 50 个条目(http://ipip. 

ori.org/New_IPIP-50-item-scale.htm), 用 于 测 量 五

个维度的个性, 分别为外向性、宜人性、经验开放

性、责任心和情绪稳定性, 每个维度用 10 个条目测

量。本研究从每个维度中选取 4 个条目, 共 20 个条

目测量个性。测量时从“非常不准确”到“非常准确”, 

采用 5 点量表。以上各维度的信度分别为 0.78、

0.68、0.81、0.72 和 0.80。 

3.3  研究程序 

项目背景和角色要求。所有被试要求以团队形

式完成一个人才测评项目, 模拟用人单位进行一次

校园招聘。此项目是根据《人才测评》课程要求设

计的, 课程最终成绩的 60%取决于项目活动过程及

总体效果。在整个活动中, 每个被试都需要扮演两

个角色：一是作为团队成员, 与队友一起策划、组

织并实施项目; 二是扮演校园招聘的候选人, 制作

真实简历, 并选择性的投递简历(对个人最低投递

数量做了要求), 同时接受测评。每个角色完成质量

都对应一定的课程考核分值。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后 , 包括小群体研究中认为比较合适的团队规模

(Hackman & Vidmar, 1970; Wheelan, 2009), 形成社

会网络关系对人数的最低要求, 以及项目本身对团

队规模的要求等, 本研究把项目团队的人数控制在

3~6 人之间。 

项目时间安排和实施过程。项目实施伴随着课

程学习的整个过程, 课程实际授课周期为 16 周左

右, 每周 2 节课(共 90 min)。课程整个安排分两阶

段：第一阶段历时 5~6 周, 以教师讲授为主。主讲

老师就本门课程相关理论、人才测评方法进行讲解, 

并以真实案例展示一个完整人才测评项目需要做

哪些工作, 如何去开展。同时, 在课堂上还以学生

为被测评对象, 对招聘过程中常用的人才测评手段, 

包括行为面试、情景挑战、无领导小组讨论等进行

演练。此阶段结束前对被试进行随机分组(由老师

根据花名册, 按照学号先后进行随机分组)。第二阶

段历时 9~11 周, 以学生项目实施为主。项目实施具

体分三个主要环节, 包括项目准备、实施和总结汇

报。其中, 准备环节 2~3 周时间, 包括制定招聘总

体计划 , 确定招聘目标岗位 , 设定岗位评估模型 , 

制定测评技术方案, 准备测试题及评估表等招聘相

关资料。实施环节 3~4 周时间, 主要按照准备环节

的技术方案实施测评, 包括发布招聘信息、收集和

筛选简历、通知面试、组织面试、考官评分等。总

结汇报环节 3~4 周时间, 包括被试测评成绩讨论和

汇总 , 出具测评报告 , 项目总结及汇报(要求每组

以 ppt 形式在课堂上做 20~30 min 时间总结汇报), 

提交最终报告。在第二阶段 , 除了学生活动之外 , 

教师在每个关键节点实施控制, 要求各团队按计划

提交阶段性的成果 ,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适当指导 , 

以此保障项目能够按照进度顺利开展, 并达到课程

目标要求。因为项目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实施会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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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规模大小, 课程性质(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

及学期中法定假日等因素影响, 因而导致在时间安

排上不同班级会有细微不同。 

数据收集及可靠性保证。数据收集分两次而且

都是在课堂时间完成的, 两次数据收集的时间相隔

2 个月左右。第一次是在被试随机分组后, 项目正

式开始前, 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 主要填写背景信

息、情绪智力和个性问卷。第二次是在课程结束时, 

主要对关系性社会资本, 咨询网络密度及任务绩效

进行评价。前一个指标采取自我报告的方式, 后两

个指标采用互评方式评估(每个成员需对项目团队

内除自己外的所有成员按照相关问题进行打分)。

项目特点和工作量(项目团队除了课堂时间还需要

在课后进行大量的工作), 迫使项目团队成员只有

通过合理分工, 充分的互动与团结协作才能顺利完

成整个任务。相应考核机制的设计则保证了被试有足

够的动力从事项目活动。以上整个过程为研究数据的

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它既保证了团队内部网络关系

的形成, 也使得团队成员在互评时有充分的信息。 

3.4  统计分析 

主 要 运 用 的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包 括 SPSS 19.0, 

Mplus 6.11 以及 Pajek (主要用于团队咨询网络密度

的计算)等。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

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多元回归

分析和层次线性分析等。 

4  研究结果 

4.1  初始分析 

为 检 验 研 究 中 主 要 变 量 的 结 构 效 度 , 运 用

Mplus 6.11 软件在条目层次对 11 个维度的模型(5

个个性维度、4 个情绪智力维度、关系性社会资本

和任务绩效, 共 44 个条目)做了验证性因素分析。分

析结果显示, 2(847) = 1311.49, 2/df = 1.55, RMSEA = 

0.05, CFI = 0.89, 因素负载在 0.24~0.96 之间, 且都

在 0.01 水平上达到显著。结果表明, 本研究的各测

量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各量表的信

度除个别外也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见表 1)。

从信效度检验结果看, 本研究各测量工具收集的数

据有较强的可靠性。 

表 1 是本研究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及描述性统

计结果。从结果看, 情绪智力与关系性社会资本存

在相关(r = 0.28, p < 0.01), 关系性社会资本与任务

绩效存在相关(r = 0.29, p < 0.01), 情绪智力与任务

绩效也存在相关(r = 0.15, p < 0.05)。它们为假设验

证提供了初步支持。 

4.2  假设检验 

4.2.1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 Mplus 6.11 软件检验假设 1~3。表 2 是假

设 1 和 2 检验时输出的未标准化系数结果。从结果

看, 在控制团队规模、性别、年龄和个性等变量后, 情

绪智力与关系性社会资本显著相关( = 0.43, p <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名称 M 
SD 

(组内) 
SD 

(组间) 
条目 

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Level-1                 

1 性别 1.76 0.43 0.29   –0.13 0.09 0.25 –0.06 0.24 0.03 0.06 0.32* 0.19 –0.03 0.15

2 年龄 21.45 1.24 1.01  –0.12 – 0.25 0.14 0.07 –0.02 0.18 –0.03 0.10 –0.01 –0.02 –0.40**

3 外向性 3.41 0.71 0.3 4 0.05 0.03 0.78 0.23 0.35* 0.07 0.25 0.20 0.29* 0.13 0.04 0.01

4 宜人性 3.81 0.54 0.26 4 0.13 0.07 0.30** 0.68 0.32* 0.08 0.11 0.34* 0.43** 0.41** 0.06 –0.08

5 经验开放性 3.73 0.64 0.28 4 0.02 0.05 0.35** 0.24** 0.81 0.11 0.09 0.22 0.04 0.12 0.16 –0.18

6 责任心 3.6 0.64 0.32 4 0.11 0.03 0.06 0.23** –0.03 0.72 0.33* 0.41** 0.15 0.32* –0.13 –0.10

7 情绪稳定性 3.13 0.76 0.35 4 0.00 0.06 0.17* 0.15* 0.00 0.15* 0.80 0.41** 0.32* 0.39** 0.04 –0.05

8 个体情绪智力 3.82 0.43 0.23 16 0.04 0.01 0.24** 0.31** 0.26** 0.41** 0.19** 0.85 0.34* 0.44** 0.05 0.04

9 关 系 性 社 会

资本 
6.01 0.84 0.59 5 0.19** 0.04 0.13 0.19** 0.08 0.18** 0.13 0.28** 0.87 0.84** –0.05 0.05

10 任务绩效 4.15 0.55 0.43 3 0.18* –0.02 0.11 0.21** –0.08 0.15* 0.12 0.15* 0.29** 0.93 0.05 0.12

Level-2                 

11 团队规模 4.57  1.22             0.12

12 咨询网络密

度 
0.73  0.22 1             

注：性别编号：男 = 1, 女 = 2; 对角线为各变量的信度系数, 对角线之上为团队层各变量的相关(n = 46), 对角线之下为个体层各变

量的相关(n = 210); *p < 0.05, **p < 0.01(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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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效应检验的非标准化系数结果(n = 210) 

关系性社会资本 任务绩效 
Predictor 

Estimate SE Estimate SE 

Intercept 2.458* 1.069 2.461** 0.765

团队规模 –0.031 0.055 0.029 0.035

性别 0.330* 0.149 0.143 0.099

年龄 0.026 0.036 –0.008 0.029

外向性 0.034 0.079 0.060 0.055

宜人性 0.118 0.115 0.146 0.075

经验开放性 –0.006 0.091 –0.155* 0.068

责任心 0.049 0.110 0.027 0.059

情绪稳定性 0.075 0.071 0.034 0.047

个体情绪智力 0.425** 0.148 0.051 0.105

关系性社会资本   0.150** 0.052

注：小数点保留三位, 能有效反映显著性水平, 否则个别数据

会因四舍五入影响显著性判断(下表同)。 

 

0.01), 关系性社会资本与任务绩效也显著相关( = 

0.15, p < 0.05)。结果表明, 情绪智力越高越能够建

立起更好的关系质量, 关系质量越好越有助于取得

更好的任务绩效, 假设 1 和 2 都得到验证。 

假设 3 运用 Monte Carlo simulation procedure

进行检验(Bauer, Preacher, & Gil, 2006), 因为此程

序能够克服间接效应取样分布的非对称特征的问

题(Preacher, Zyphur, & Zhang, 2010; 叶宝娟, 温忠

麟 , 2013)。统计分析输出结果显示 (运用 Monte 

Carlo replications 抽样 5000 次), 在控制团队规模、

性别、年龄和个性等变量后, 情绪智力通过关系性

社会资本作用于任务绩效的间接效应值为 0.06 (SE = 

0.03, p < 0.05), 95%水平上的置信区间 CI 为(0.02, 

0.14), 不包含 0,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表明, 情

绪智力对任务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关系性社会资本

的中介作用实现的, 假设 3 得到验证。 

4.2.2  跨层调节效应检验 

因 为 研 究 中 数 据 有 嵌 套 的 特 点 , 因 此 运 用

Mplus6.11 进行多层模型分析以检验假设 4。为便于

解释结果, 组内平均个体情绪智力以获得个体层面

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之间关系的无偏估计(Enders & 

Tofighi, 2007; Hofmann & Gavin, 1998; Shi, Johnson, 

Liu, & Wang, 2013)。具体在统计分析过程中, 在层

1 控制个性、性别和年龄, 层 2 控制团队规模。层 1

的控制变量(性别、年龄、个性)进行组内平均, 层 2

的变量(团队规模和咨询网络密度)进行组间平均。表

3 是非标准化系数估计结果。从统计分析结果看, 咨

询网络密度对随机斜率(个体情绪智力预测任务绩

效)的影响显著( = 0.52, p < 0.05), 假设 4 得到验证。 

表 3  跨层调节模型分析的非标准化系数结果 

任务绩效 
Predictor 

Estimate SE 

固定效应   

Intercept 4.148** 0.057 

团队规模 0.022 0.054 

性别 0.191 0.099 

年龄 0.000 0.034 

外向性 0.115* 0.049 

宜人性 0.076 0.057 

经验开放性 –0.177** 0.056 

责任心 0.006 0.059 

情绪稳定性 –0.037 0.042 

个体情绪智力 –0.039 0.093 

咨询网络密度 0.229 0.22 

个体情绪智力×咨询网络密度 0.521* 0.246 

方差成分   

Intercept 0.129** 0.030 

个体情绪智力 0.056 0.050 

残差 0.157** 0.026 

注：Level 1, n = 210; Level 2, n = 46。 

 

为了更好地了解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的关系, 

运用 Mplus 6.11 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咨询网络密度下

(以正负标准差为界)情绪智力和任务绩效的关系。

在控制团队规模、性别、年龄和个性等变量前提下, 

低密度咨询网络组(n = 90)情绪智力对任务绩效的

影响不显著( = –0.22, SE = 0.15, p > 0.05), 高密度

咨询网络组(n = 120)情绪智力对任务绩效的影响显

著( = 0.28, SE = 0.13, p < 0.05)。Wald 参数检验表

明, 在控制相关变量前提下, 高低密度咨询网络环

境下情绪智力对任务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2 = 

6.30, df = 1, p < 0.05)。图 3 是咨询网络密度对情绪

智力与任务绩效关系的跨层调节影响趋势(Frazier, 

Tix, & Barron, 2004)。从趋势看, 高低密度咨询网环

境下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之间关系的方向是相反的。 
 

 
 

图 3  咨询网络密度对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关系的跨层

调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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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讨论及启示 

研究从社会网络视角, 基于社会资本概念探讨

了个体情绪智力对任务绩效的影响过程。采用随机

分组方式, 以 3~6 人规模的团队完成持续时间 9~11

周的特定项目任务为背景, 分两个时间点测量了个

性、情绪智力、关系性社会资本(个体层面变量)、

结构性社会资本(团队层面变量)、任务绩效等变量, 

开发并检验了基于社会资本维度的情绪智力影响

绩效的过程模型。结果发现, 在控制个性等变量前

提下, (1)情绪智力正向影响关系性社会资本, (2)关

系性社会资本正向影响任务绩效, (3)关系性社会资

本是情绪智力作用于任务绩效的中介变量, (4)结构

性社会资本跨层正向调节影响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

的关系。研究中提出的所有假设都得到验证。 

本研究把情绪智力和社会资本这两个独立领

域纳入一个研究框架, 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情绪

智力作用问题。主要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情绪智力研究领域的贡献。具体有三

点：(1)研究弥补了情绪智力作用机制研究薄弱之不

足, 在情绪智力领域增添了新的研究成果。情绪智

力作用问题在近十多年来取得了比较多的研究成

果, 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探讨情绪智力与相

关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总体上, 对情绪智力作用

的具体过程, 以及哪些条件有助于情绪智力发挥作

用等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Miners, 2008)。本研究聚

焦于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的关系, 一方面从中介变

量角度探讨了情绪智力作用的具体过程, 另一方面

从跨层调节变量角度探讨了什么情形有助于发挥

情绪智力的作用, 它丰富了情绪智力作用机制的研

究成果。 

(2)运用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情绪智力问题, 

在整个情绪智力理论研究上有一定的创新。情绪智

力是在社会智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Zeidner et al., 

2004), 从更宽泛意义上看 , 它包含人际关系把握

的能力, 然而以往研究很少把它置于个体间关系背

景下进行探讨。社会网络视角既是一种概念框架, 

也是一种分析方法。它主张在更宏观层次上并基于

实体间关系来观察、分析和解释人类行为。本研究

把它引入到情绪智力研究领域, 同时运用社会网络

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 成功地探讨了情

绪智力的作用机制问题, 这在整个情绪智力理论研

究上是一种新的尝试。 

(3)揭示的情绪智力作用机制 , 不仅在原有研

究基础上有新发现, 而且相比同类研究成果更有解

释力。Miners (2008)在个体层次探讨了情绪智力的

作用机制, 并发现个体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用“社会

网络中心度”衡量)在情绪智力作用于任务绩效过程

中扮演着中介角色。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概念, 在

个体和团队两个层面上探讨了个体间的关系特征

在情绪智力作用过程中扮演的具体角色, 并发现个

体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在情绪智力影响任务绩效过

程中扮演着中介角色, 个体所处团队的结构性社会

资本跨层正向调节影响个体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

的关系。它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有新的突破。相比过

去“从同属一个层次变量相互关系角度揭示情绪智

力作用机制的研究”, 本研究把它还原到现实环境, 

考虑了“个体间关系及其结构”在情绪智力作用过

程中的影响, 研究的立足点站得更高, 提出的理论

模型更贴近现实, 在解释情绪智力作用问题上更合

乎常理。 

另一方面, 对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也有一定的贡

献。社会资本研究由于主要强调不同行为主体之间

的关系, 因此很少关注个体特性, 如认知能力、个

性、情绪智力、动机、态度以及它们的组合对其影

响(Kramer, 2006)。仅有少量研究基于个性探讨了它

对社会网络的影响(Burt et al., 1998; Mehra et al., 

2001; Klein et al., 2004; Thompson, 2005)。本研究把

社会资本研究内容向前延伸, 基于行动者的情绪智

力特征, 从更微观角度探讨了它对社会资本程度的

影响, 并发现情绪智力是影响个体社会资本差异程

度的重要因素。比起以前研究, 这一发现在理解人

们为什么能取得不同程度成功上更进了一步。因为

以往研究发现, 社会资本和情绪智力各自对个人取

得成功都有重要影响(Coleman, 1988; Granovetter, 

1973; Goleman, 1995), 但是并没有综合考虑它们

对个体成功达到目标的影响。本研究把情绪智力和

社会资本有机结合起来, 发现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在

影响个人成功方面有着逻辑上的先后关系, 即情绪

智力对个体的人际关系有促进作用, 良好的人际关

系能够为个体带来更丰富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差

异的程度最终会影响个体绩效。相对于以往社会资

本研究, 这一发现在解释人们为什么能取得不同程

度的成功上更为全面和综合, 它进一步丰富了社会

资本理论成果。 

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中介

作用和调节作用机制的揭示, 使我们对情绪智力作

用原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这种认识能用于指导实

践。首先是中介作用机制的现实指导意义。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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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高情绪智力者更善于与社会网络中其他成员建

立和发展关系, 从而拥有更丰富的关系性社会资本, 

这种优势能够为个体更好完成任务, 取得更好业绩

提供便利。这一发现对开发情绪智力应用价值有重

要启示。对于那些情绪智力本来就较高的个体, 要

让情绪智力功能更加放大, 方式之一是在他们的思

想意识领域强化“个人的社会资本是情绪智力影响

绩效的重要途径”这一认识, 让他们在实际行动中

充分发挥情绪智力较高这一优势, 通过投入更多时

间和精力, 更主动去发展和维护各种社会关系, 与

他人建立更深层次和更高质量的联系, 以积累更多

的社会资本, 最终使情绪智力和社会资本的效应达

到叠加, 从而取得更好的绩效。对于那些情绪智力

不高而又想达到更理想绩效水平的个体, 一方面可

以通过直接提高情绪智力来实现, 因为情绪智力提

高后它可通过关系性社会资本这一中介的传递效

应影响到绩效。另一方面可以从社会资本入手, 通

过改善社会资本状态来达到相应的效果。如何改善, 

有两种方式可选择。第一种方式超出了本研究的范

围, 即通过个人其他方面的优势来改善, 因为除了

情绪智力影响社会资本, 还会有其他影响因素。第

二种方式是找到“即使情绪智力不高, 但是它也能

对丰富个人社会资本产生显著影响”的特定条件 , 

通过条件的设置, 让较低的情绪智力也能起到一些

作用。但这种条件是什么 , 有待未来研究去寻找 , 

具体可引入调节变量, 探讨它是否强化情绪智力与

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调节作用机制的现实指导意义。研究发

现, 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环境对情绪智力发挥作用

会产生重要影响, 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较多的群体

或环境会强化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这

一发现对于组织和个人都有重要启示。对组织而言, 

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去改善环境 , 如充分利用聊天

室、工作坊以及公司内网等硬件设施给员工相互交

往提供便利条件, 在工作模式上多采用项目制组织

形式为员工之间建立关系搭建舞台, 通过提倡和鼓

励员工之间建立并发展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等方式, 

为员工情绪智力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只有当组织

提供了有助于情绪智力作用发挥的环境, 员工才有

可能充分利用情绪智力去达到组织目标。如果缺乏

相应的环境 , 情绪智力再高也很难发挥其应有效

能。对个人而言, 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应该

积极融入所在团队, 与团队成员加强信息、知识和

经验的分享, 主动为他人提供工作上的指导, 通过

与他人建立起工作和情感上的联系, 为所处团队的

结构性社会资本贡献力量。因为研究表明, 所处团

队的结构性社会资本越丰富, 个体情绪智力对绩效

的影响越明显。反之则没有这方面的影响。因此, 对

于哪些情绪智力不够高的个体而言, 要发挥出情绪

智力的作用, 一种可以变通的方式是从所处环境特

征着手, 比如通过自己其他方面的努力丰富所在团

队的结构性社会资本, 或在最初选择团队时就争取

进入具有高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团队, 通过以上方式

让自己本来就不高的情绪智力, 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其作用, 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另一方面, 本研究所设计的模拟网络实验情境, 

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有借鉴意义。具体来说, 组织

在人员培训与开发时, 可以采取类似于项目组的团

队作业方式, 通过观察和记录每个成员在整个项目

过程中的表现 , 对各自的情绪智力水平给予反馈 , 

并以团队中高情绪智力工作者为标杆, 指导员工在

实际工作过程中应怎样去获得更多的关系性社会

资本, 如何去构建团队的结构性社会资本, 进而达

到改善绩效的目标。 

除了以上贡献, 研究对未来情绪智力问题探讨

也有重要启发。情绪智力研究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 

在研究范式上一直遵循传统模式, 把它当作个体属

性变量, 按照类似于人格、智力等研究路径, 采用

以个体为基础的测量研究方法。近年来, 无论是基

础理论还是应用问题研究, 都很少有新突破。社会

网络视角是多学科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研究

重点是个体间的关系, 它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是基于

关系而非个体内在属性, 在方法上它能弥补传统以

个体为基础的测量之不足。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研

究, 也许能开创情绪智力研究的新局面, 并帮助我们

更深入地理解情绪智力的本质特性和核心功能。 

6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 研究是在模拟网

络情境下进行的, 虽然这种方法具有较高的内部效

度, 但是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如何, 它是否可以推

广到实际工作情景还有待检验。第二, 任务绩效的

影响因素很多, 研究过程中只控制了个性与团队规

模等变量, 对认知能力及其它团队层次的变量没有

控制, 这对研究结果的精准性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第三, 在研究取样和测量上也有不足。首先, 取样

上采用的是单一来源的学生样本, 如果能在实际工

作中取样, 则样本的代表性将更强。其次, 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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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关系社会资本是用单一工具而且是基于感知方

式进行的测量, 如果用多个工具并从他人角度来测

量则能更准确地反映个体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另外, 

情绪智力对绩效的作用路径很多, 本研究只是揭示

了一条路径, 未来还可以探讨其它的作用路径。 

社会网络视角的情绪智力作用问题还有很多

研究空间, 除了克服以上不足之外, 未来研究还可

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1)不同变量的引入。除了任

务绩效, 还可以考虑其他重要结果变量, 如职位晋

升、职业成功、个人收入、领导有效、幸福感、客

观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等。在模型构建上, 通过综

合多个变量 , 构建调节性中介或中介性调节模型 , 

以更全面地揭示情绪智力的作用过程。(2)不同层次

上的研究。社会资本研究从个体、团队到组织等有

多个层次, 对应于以上层次, 社会资本维度也有层

次之别, 本研究只探讨了两个不同层面的维度, 未

来可以引入其他层面及维度的变量, 进一步探讨情

绪智力的作用问题。(3)不同情景下的研究。除了咨

询网, 还可考虑其他网络类型, 如朋友网、对抗网、

影响网、信息交流网、社会支持网等。另外, 建立

在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深度理解基础上, 也可探

讨它们对情绪智力作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7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 社会资本概念框架能较科学地解释

情绪智力的作用机制, 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及其维

度在情绪智力影响绩效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个

体的关系性社会资本是情绪智力发挥作用的重要

途径, 团队的结构性社会资本能为个体情绪智力作

用的有效发挥提供条件。围绕着工作上的问题进行

充分交流和联系的网络, 暗含着很多关系发展的机

会, 高情绪智力者善于运用情绪认知、情绪管理和

人际交往方面的优势, 把这种机会转换为现实, 通

过与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建立更好的关系质量, 从关

系网络中获取更多资源 , 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便利 , 

以到达更高的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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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ided 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 can predict important 
work outcomes, including performance. However, we found that the extant research on why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EI can predict performance is relatively weak after reviewing the research on EI. Two limitations exit 
in extant studies in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EI. One is the ignorance of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role of EI 
plays. The other is the lack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examine how EI influences the performance. To 
narrow the gaps, our research employs the social network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EI and task performance under the team project background. Specifically, based on the social capital conceptual 
framework, we examin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EI 
and task performance, and cross-level moderation effect of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on the random slope for 
individual EI predicting task performance. 

Our theoretical model was tested using data from 46 teams composed of 210 individuals. All subjects who 
were under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s in a China university wer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and finish a team 
project in given time. Survey data were collected at two time points separated by 2 months. At Time 1, subjects 
responded to 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EI. Two months later, At Time 2, subjects responded to measures of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perceived intra-group trust) and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the density of team consulting 
network), and teammates rated subjects’ task performance in their own team.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ultilevel modeling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by using 
Mplus6.11, SPSS19.0 and Pajek software.  

Analyses of multisource and lagged data firstly indicated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EI and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between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task performance. Secondly, it showed that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mediated the relation of individual EI with task performance. Finally,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ross-level moderation effect of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the density of team consulting 
network) on the random slope for individual EI predicting task performance is significant,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EI and task performance was stronger when the density of consulting network was greater. 
All of the above results were obtained on the condition of controlling personality. 

The finding suggests that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pathway of how individual EI influences 
performance.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advantage of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can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of EI 
with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and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the research 
answered two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EI. Our research gives significantly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Specifically, we offer both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facts to better their 
performances. Organizations should provide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and interaction environment to build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for employees. Individuals should improving and making full use of EI to develop 
high-quality online and offline relationships.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a guideline on study of 
EI by applying the social network approach, but also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EI. 
Key word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social capital; task performance 


